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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手工搜集2008~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数据,从共产主义红色文化视角切

入，研究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

的党员身份会显著降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

以及董事长无政治关联、董事长未兼任总经理时能够更有效的发挥监督作用，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产生

显著影响。本文证实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对减少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积极作用，不仅丰富了企业税收激进

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框架，对如何将红色文化融入公司治理制度也

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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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nually collected the data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membership identity of 
chairmen of A-share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18 to study the impact of party 
membership identity of chairmen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on aggressive corporate tax beha-
vior. We find that the party membership identity of the chairman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egree of enterprise tax aggressive activism.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hairman’s party membership can play a more effective supervisory role only in areas with a 
high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nd a good leg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when the chairman has no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the two positions are separated,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g-
gressive behavior of enterprise taxation. This article confirm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chairman's 
party membership in reducing corporate tax incentives. It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fac-
tors influencing corporate tax incentive behavior but also expands the localized research frame-
work of the high-level cadre theory. I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how to integrate red 
culture into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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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税收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税收决策的重要性使它一直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民营

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私有经济主体，有相当一部分是裙带关系突出的家族企业，缺乏成熟的企业管理制度

和公司治理机制，很多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铤而走险进行税收激进行为。税收激进行为是指管理者

为了追求高利润将节税、避税转变为“黑箱”操作，不仅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及税收资源的有效配置，

更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1]。“高阶梯队理论”指出高管的性别、年龄等不同特征会反映认知结构、

价值观等差异，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2] [3]。现有文献基于高管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切入进

行分析，却忽视了高管所处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对塑造其价值观及行为差异的重要影响[4] [5] [6]。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下，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随

着基层党组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为了更好地与党政部门建立双向互动机制，开始在企业内部

设立党组织。据统计，近年来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逐步提高，约占比 50%左右。

当红色文化逐步融入中国民营企业，是否会对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民营上市公司

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印记视角切入，手工搜集 2008~2018 年沪深 A 股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数据，

研究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及其影响

因素的相关文献，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框架，对如何进一步通过加强民营企业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完善公司治理也具有重要启示。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追求单一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这种理论强调经济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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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注于提高生产力和降低成本，以创造更高的利润率和股东回报率[7]。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

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8]。该理论强调企业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

利益，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社会和环境等，而不仅仅是企业股东的利益。企业应该将关注点扩展

到所有与企业有关的方面，并在决策时平衡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一般而言，民营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从收益成本的角度出发，在决策时会首先考虑企业的利润最

大化目标。然而，共产党员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一特殊的身份印记赋予了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

在认知和决策过程中与非党员董事长的差异性，使其在决策时会更多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对企

业税收行为产生影响。 
首先，红色文化的价值观对民营企业董事长的行为决策形成约束。党组织要求党员具备“舍己为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党员定期参加党组织活动，长期接受思想洗礼，更可能遵照这种价值观

规范自身行为，约束自利之心，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戴亦一等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身份特征能够

显著影响企业财务违规行为[9]。其次，红色文化会通过塑造民营企业董事长的认知，从而改变其决策。从

知识和能力角度来看，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往往拥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更强的专业技能。《党章》指出中

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先进”不仅要体现在政治信仰、道德修养层面上，也体现在

知识和能力上。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组织纪律，《党章》中强调“遵纪守法”和“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所有党员都是以此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评价自己的党性，而且积极动员周围其他人遵纪守法，做好榜样，

做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行为。最后，红色文化赋予了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更严格的声誉约束机制。《党纪》

中明确规定了中共党员要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党员董事长的违规成本更高[10]。民营上市公司的党员董事

长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者，获得了更高的认可度与关注度，自然而然地会成为社会舆论监督与媒体追踪的

焦点。一旦企业做出不当行为，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会被迅速扩散和传播。因此，当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

长为党员时，监督机制和声誉机制能够更加显著地发挥效用，降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假设 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会计准

则有效税率，降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3.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2008~2018 年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数据为

手工收集和整理，主要来源于民营上市公司年报和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东方财富网等财经网站的披

露信息。公司特征及财务数据等相关信息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获得。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如下处

理：1) 删除金融类、保险类等行业的样本；2) 剔除所有 ST、*ST 公司；3) 剔除当年有多个适用税率的

样本；4) 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 1%和 99%的

Winsorize 处理。最终，本文获取样本观测值 9288 个。 

3.1.2. 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其计算方法如表 1 所示[11]。这个指标被国内外学者

广泛采用(Shevlin,1987)，反向衡量了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即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越高，说明企业税收

激进程度越低。 
我们关注的解释变量是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是否是中共党员的哑变量(CCP)。首先，本文通过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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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民营上市公司年报所披露的董事长简历，若出现“中共党员”、“党委书记”、“人大代表”等相

关字眼，则认为该董事长拥有党员身份，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然后利用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

东方财富网等财经网站的信息进行核对和补充。 

3.2. 模型设计 

借鉴 Henry 等[12]，本文采用的回归模型如(1)式所示。其中，被解释变量是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
我们关注的解释变量是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是否是中共党员的哑变量(CCP)。本文的控制变量采用广泛

被使用的两类变量，一是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二是反映董事长个人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

年龄(CAGE)、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报酬率(ROA)、资产负债率(LEV)、固定资产比例(PPE)、无形资产

比例(INTANG)、股权集中度(TOP1)、投资收益率(INVINC)、公司成长性(Growth)以及董事长年龄(Age)、
董事长性别(Gender)、董事长学历(Degree)和董事长有无政治关联(PC)。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

固定效应，并对所有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 

, 0 1 , 1i t i tETR CCP Control Industry Yearβ β β ξ+ + + + +=                      (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因变量 ETR 会计准则有效税率：
−

−
所得 用 延所得 用

前利 延所得

税费 递 税费

税 用润 递 税费 法定税率
 

解释变量 CCP 董事长是否具有党员身份，若是，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CAGE 公司年龄的自然对数 

SIZE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ROA 当期净利润 总资产平均余额  

LEV 期末总负债 期末总资产   

PPE 期末固定资产净值 期末总资产  

INTANG 期末无形资产净值 期末总资产  

TOP1 期末流通股股数量期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数  
INVINC 当期投资收益 期末总资产  

Growth 
−当年营业收入 上年营业收入

上年营业收入
 

Age 董事长年龄的自然对数 

Gender 男性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Degree 本科及本科以上取值为 1，本科以下取值为 0 

PC 董事长若有政治关联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 2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的最大值为 0.871，最小值为 0，平

均值为 0.154，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会计准则有效税率存在较大差异。但从整体上来看，与 25%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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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定税率相比，民营上市公司会计准则有效税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解释变量民营上市公司董事

长是否具有中共党员身份(CCP)的平均值为 0.403，说明样本中有 40.3%的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为党员，

说明党建工作在民营企业中逐渐取得成效，也可以看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党员身份是民

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重要背景特征之一。 
 
Table 2. Summary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ETR 9288 0.154 0.158 0.000 0.148 0.871 

CCP 9288 0.403 0.491 0.000 0.000 1.000 

CAGE 9288 1.867 0.797 0.000 1.946 3.178 

SIZE 9288 21.600 1.083 18.927 21.525 24.626 

ROA 9288 0.040 0.065 −0.293 0.040 0.210 

LEV 9288 0.389 0.212 0.044 0.371 0.985 

PPE 9288 0.189 0.140 0.001 0.164 0.622 

INTANG 9288 0.043 0.045 0.000 0.033 0.274 

TOP1 9288 0.320 0.137 0.081 0.300 0.697 

INVINC 9288 0.817 2.005 −3.077 0.395 13.033 

Growth 9288 0.233 0.561 −0.660 0.144 4.087 

Age 9288 52.342 7.776 24.000 52.000 86.000 

Gender 9288 0.949 0.220 0.000 1.000 1.000 

Degree 9288 0.801 0.399 0.000 1.000 1.000 

PC 9288 0.337 0.473 0.000 0.000 1.000 

4.2. 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1)的实证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3 中。其中，从列(3)可以看出，当加入了所有表 1 所示的控制变量，

并且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之后，我们关心的解释变量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CCP)的回归

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当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为中共党员时，相比董事长为非党员

的民营上市公司，显著提高了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对降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SIZE)与企业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公司规模越大，企业税收激进行为越少。总资产收益率(ROA)与企业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的回归

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当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时，越容易引起税务部门的关注，从事税收激进

行为的难度明显增加，企业税收激进行为显著降低。结果初步证明了假设 1 成立。 

4.3. 内生性处理 

为了尽可能减轻遗漏变量、模型设定等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采用了工具变量(IV-2SLS)法与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估计。在进行工具变量法估计时，借鉴权小锋等的方法[13]，采用同一年度同

一行业其他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比例(CCP_IV)作为工具变量。该指标与解释变量民营上市公司董

事长党员身份(CCP)高度相关，但与被解释变量会计准则有效税率(ETR)并不直接相关，经过统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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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hairman membership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and corporate tax activism 
表 3. 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党员身份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变量 (1) (2) (3) 

CCP 0.0123*** 
(2.97) 

0.0086** 
(2.10) 

0.0106** 
(2.00) 

CAGE  0.0044 
(1.53) 

0.0041 
(1.45) 

SIZE  0.0106*** 
(4.19) 

0.0108*** 
(4.27) 

ROA  0.3586*** 
(13.40) 

0.3574*** 
(13.36) 

LEV  0.0069 
(0.49) 

0.0068 
(0.49) 

PPE  −0.0160 
(−0.90) 

−0.0180 
(−1.02) 

INTANG  0.0259 
(0.48) 

0.0270 
(0.50) 

TOP1  0.0454*** 
(3.24) 

0.0446*** 
(3.19) 

INVINC  −0.0017 
(−1.04) 

−0.0017 
(−1.05) 

Growth  0.0075 
(1.15) 

0.0078 
(1.19) 

Age   0.0001 
(0.60) 

Gender   −0.0113 
(−1.49) 

Degree   −0.0020 
(−0.43) 

PC   −0.0049 
(−0.95) 

Cons 0.0405 
(1.57) 

−0.2056*** 
(−3.76) 

−0.2030*** 
(−3.57)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288 9288 9288 

调整后的 R2 0.0515 0.0818 0.0822 

注：*p < 0.1；** p < 0.05；*** p < 0.01，括号中为相应系数的 t 值；所有标准误均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下同。 
 

其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4 的列(1)和列(2)中。 
在进行 PSM 法估计时，首先采用表 1 中的控制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然后采用最近邻匹配的可重复

的匹配方法，按照 1:1 进行匹配得到控制组样本。处理组和控制组协变量均值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匹配

后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显著减少，匹配效果较好。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4 的列(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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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列(2)和列(3)的结果来看，我们所关心的解释变量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CCP)的系

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和表 3 保持一致，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1。 
 
Table 4.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表 4. 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 

变量 
工具变量法 倾向得分匹配法 

(1) 
CCP 

(2) 
ETR 

(3) 
ETR 

CCP_IV 2.3015***   

 (5.12)   

CCP  0.1461** 0.0326** 

  (1.99) (2.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288 9288 4617 

调整后的 R2 0.2860 0.0056 0.0197 

5. 进一步分析 

上述结果支持和验证了假设 1，说明当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具有党员身份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

税收激进行为。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探究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董事长是否有政治关联以及董事

长是否兼任总经理的异质性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影响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差异性。 
首先，本文按照王小鲁和樊钢发布的《中国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版)》中的各省份及直辖市市

场化进程总体得分作为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Mk)，按照年度和行业计算出中位数，中位数以上为市场化

程度高的地区(Mk = 1)，中位数以下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Mk = 0)，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报告在表 5 的列

(1)和列(2)中。其次，本文以民营公司董事长是否有政治关联(PC)作为分组依据，将样本分为民营上市公司

的董事长具有政治关联(PC = 1)和不具有政治关联(PC = 0)两组，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报告在表 5 的列(3)和
列(4)中。最后，本文构建了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的虚拟变量，两职合一(Duality)。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时赋值为 1 (Duality = 1)，不兼任的情况下赋值为 0 (Duality = 0)，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报告在表 5 的列(5)
和列(6)中。结果显示，在市场化程度高、董事长没有政治关联以及董事长未兼任总经理的情况下，民营上

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才能够显著降低税收激进行为。反之说明在市场化程度低、董事长有政治关联以

及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董事长党员身份带来的监督作用和声誉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5. 异质性分析 

变量 
ETR 

(1) 
Mk = 1 

(2) 
Mk = 0 

(3) 
PC = 1 

(4) 
PC = 0 

(5) 
Duality = 1 

(6) 
Duality = 0 

CCP 0.0125** 
(1.97) 

0.0089 
(1.09) 

0.0068 
(0.99) 

0.0155** 
(2.14) 

0.0100 
(1.33) 

0.0120** 
(2.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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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150 4138 3131 6157 3468 5820 

调整后的 R2 0.0947 0.0734 0.0921 0.0755 0.0872 0.0814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共产主义红色文化视角切入，研究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

响。研究发现，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对民营上市公司减少企业税收激进行为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市

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以及董事长无政治关联、董事长未兼任总经理时能够更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发挥，有

效抑制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共产主义红色文化不仅属于国家意识形态，还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思维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能够一定程度上规范企业经营活动，促进企业的发展。要鼓励企业在文化建设上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和

弘扬，通过文化建设规范企业内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从而促进公司治理，提升企业形象和竞争力。 
第二，在民营企业中继续加强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形式，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党组织的引导和培育，使其成为企业

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和沟通，推动企业治理向着健康、规范、可持续方向发展。 
第三，加快推进正式制度建设，提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民营企业要积极融入市

场，参与良性公平竞争，尽早摆脱依赖政治关联、社会关系等非公平竞争渠道获得企业发展资源的做法，

让市场而非“关系”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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